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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支持型教学干预对学生计算思维培养的影响
———基于37篇国际实证研究的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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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选取37篇国内外的实证研究文献,
 

采用元分析方法探究技术支持型教学干预对学生计算思维培养的影响,
 

共产生45个独立研究,
 

样本总量为2
 

758.
 

研究发现,
 

技术支持型教学干预对学生计算思维培养有中等程度的显著

正向影响.
 

调节效应检验的结果表明:
 

不同学科的教学干预对学生计算思维培养存在显著差异;
 

不同教学干预工具

的干预效果有显著差异,
 

其中图形或模块化以及游戏化的编程工具对学生计算思维的培养效果更显著;
 

基于系统

环境设计的教学评估工具的评估效果更明显;
 

不同国家(地区)在计算思维的培养上有显著差异;
 

初中阶段开展计

算思维的培养效果最优;
 

在本研究中,
 

干预周期在6~11周取得的效果最佳;
 

样本量越小,
 

计算思维的教学干预效

果越显著;
 

技术支持型教学干预对学生计算思维的培养效果在性别上不存在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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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selected
 

37
 

domestic
 

and
 

foreign
 

empirical
 

research
 

literatures,
 

using
 

the
 

meta-analy-

sis
 

method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technology-supported
 

teaching
 

intervention
 

on
 

students􀆳
 

computational
 

thinking
 

training,
 

and
 

generated
 

a
 

total
 

of
 

45
 

independent
 

studies
 

with
 

sample
 

size
 

of
 

2
 

758.
 

The
 

results
 

show
 

that
 

technology-supported
 

teaching
 

intervention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students􀆳
 

computational
 

thinking.
 

The
 

results
 

of
 

the
 

moderating
 

effect
 

test
 

showed
 

that:
  

The
 

effect
 

of
 

computational
 

thin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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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ing
 

intervention
 

is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in
 

different
 

subjects.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teaching
 

inter-

vention
 

tools
 

are
 

different,
 

among
 

which
 

the
 

graphical,
 

modular
 

and
 

game
 

programming
 

tools
 

have
 

better
 

effects
 

on
 

students􀆳
 

computational
 

thinking.
  

The
 

teaching
 

evaluation
 

tool
 

based
 

on
 

the
 

system
 

environment
 

design
 

has
 

more
 

obvious
 

evaluation
 

effect.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cultivation
 

of
 

computa-

tional
 

thinking
 

in
 

different
 

countries
 

(regions).
  

The
 

effect
 

of
 

developing
 

computational
 

thinking
 

in
 

junior
 

middle
 

school
 

is
 

the
 

best.
  

In
 

this
 

study,
 

the
 

best
 

effect
 

was
 

obtained
 

when
 

the
 

intervention
 

period
 

was
 

6~

11
 

weeks.
  

The
 

smaller
 

the
 

sample
 

size,
 

the
 

better
 

the
 

effect
 

of
 

teaching
 

intervention
 

of
 

computational
 

thinking.
  

Gender
 

difference
 

has
 

no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the
 

effect
 

of
 

technology-supported
 

teaching
 

in-

tervention
 

on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computational
 

thin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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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计算思维(Computational
 

Thinking,
 

简称CT)融合了解决问题、
 

设计系统和理解人类行为等多种思维

活动,
 

已成为信息化和数字化进程加速的智能环境中重要的思维能力[1].
 

卡内基·梅隆大学(CMU)计算思

维中心特别强调了计算思维对所有学科的重要性,
 

指出没有计算思维就几乎不可能在任何学术领域进行研

究[2].
 

计算思维教育在国际上受到高度关注.
 

澳大利亚、
 

英国、
 

波兰、
 

韩国等国先后将计算思维纳入课程大

纲,
 

以培养学生的信息技术能力和数字素养.
 

截至2021年,
 

已有55个国家正式加入全球最大的推动计算

思维教育的主题活动———国际计算思维挑战赛(Bebras).
 

我国教育部于2018年1月印发《普通高中信息技

术课程标准(2017年版)》,
 

“信息意识、
 

计算思维、
 

数字化学习与创新、
 

信息社会责任”等逐渐进入人们的视

野.
 

2019年3月,
 

教育部发布《2019年教育信息化和网络安全工作要点》,
 

计划通过人工智能、
 

计算机编

程、
 

大数据等技术推动学生计算思维的培养,
 

表明我国对计算思维教育日趋重视.
国际上有大量研究证实,

 

基于技术进行教学干预对学生的计算思维培养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譬如,
 

宁

可为等[3]基于App
 

Inventor编程应用开展初中信息技术课程教学,
 

结果发现学生的计算思维能力显著提

升;
 

Chou[4]将ScratchJr整合到编程课程中,
 

发现幼儿的计算思维能力经过8周课程学习后有显著进步.
 

但

也有实验得出不同结论,
 

岳彦龙等[5]构建了人工智能案例驱动的
 

Python
 

编程教学模型,
 

发现其对学生计

算思维的干预作用不明显;
 

Rodríguez-Martínez等[6]设计了使用Scratch进行教学干预的实验组和在纸笔

环境中教学的对照组,
 

发现两组学生的计算思维成绩在统计学上没有显著差异.
 

由此可见,
 

技术支持型教

学干预对学生计算思维培养的效果仍有待进一步检验.
综上,

 

本研究拟通过元分析方法对2006年1月至2022年10月国内外的实证研究进行分析,
 

重点探索

技术支持型教学干预对学生计算思维的影响,
 

以及学科、
 

干预工具、
 

评估工具、
 

国家(地区)、
 

不同学段、
 

实

验周期、
 

样本量大小、
 

性别对学生计算思维培养的调节作用,
 

以期为计算思维培养的研究与实践提供理论

依据和路径参考.

2 文献综述

2.1 什么是计算思维?

计算思维的概念出现于20世纪中后期,
 

它源自物理、
 

生物、
 

工程等众多学科,
 

而非仅来自计算机学

科.
 

1980年,
 

Papert[7]首次提出计算思维概念,
 

他认为计算思维可以改变儿童跨领域思考的方式.
 

这一

观点与Berland等[8]提出的
 

“计算思维即将计算机作为工具进行思考的能力”相吻合.
 

国际教育技术学会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Technology
 

in
 

Education,
 

简称ISTE)认为计算思维是一种基于算法思维和自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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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问题解决过程[9].
 

《计算机教育与可持续竞争力》(简称“蓝皮书”)写道:
 

计算思维是以信息获取和计

算实现认知世界和问题解决的思想及方法论[10].
 

2006年,
 

周以真发表《计算思维》,
 

她将计算思维定义

为一种能够清晰地将问题和解决方案用计算科学或人类行为有效执行出来的思维过程和思维能力,
 

该

定义被广泛认可[11].

2.2 技术支持型教学干预对计算思维培养的影响研究

教学干预是一个约定俗成且意义较广的概念,
 

泛指一切对学习者产生影响的介入手段[12].
 

尽管已被视

为覆盖众多学科的思维模式,
 

但计算思维的教育仍有待开发,
 

特别是K-12学校.
 

研究者们开展了大量培养

计算思维的实证研究,
 

这些研究大部分依赖一定的教学设计和技术且得到的结论有所差异,
 

因此,
 

本文重

点关注不同类型的技术支持型教学干预对计算思维培养的影响.
 

根据已有研究和纳入的文献,
 

下文从计算

思维教学干预的学科、
 

干预工具和评估工具3个方面进行分析.
从理论上讲,

 

计算思维可在多种学科培养过程中体现,
 

其蕴含的抽象、
 

分解和自动化素养能为学科方

案设计和问题解决提供有效支撑,
 

同时具体学科问题能为计算思维的培养提供情境支持.
 

研究者们尝试在

不同的教学环境中实施干预以促进学生计算思维的发展.
 

从现有教学实践来看,
 

编程教育是重要途径之

一,
 

如多召军等[13]探究编程教育促进学生计算思维发展的内在机理,
 

构建了分阶段和结构化的儿童编程学

习活动的框架.
 

在计算机和科学(数学、
 

化学、
 

物理和生物)课程中融入计算思维训练也是教学研究的主要

内容.
 

Peel等[14]成功利用蛋白质合成进行计算思维教学.
 

Bundy[15]认为计算思维几乎影响所有学科,
 

既包

括科学领域,
 

也包括人文领域.
 

Kafai等[16]提出通过参与其他学科实践来提高计算素养.
 

Petrie[17]发现计算

思维能够为音乐和编程学习提供有效支持.
 

这些研究都侧重于在特定学习环境的背景下考察计算思维培养

的重要性,
 

但少有研究对不同学科干预环境进行横向比较,
 

元分析则提供了弥补该空缺的工具.
有效的教学工具可以在计算思维的培养过程中发挥增效提质的作用.

 

由于在培养学生计算思维的过程

中不可避免地涉及算法和逻辑,
 

故传统的计算思维教学工具常常基于计算机语言进行开发设计.
 

随着技术

飞速发展,
 

基于文本的单一形式的教学工具已不能满足K-12各学段计算思维培养的需求,
 

图形或模块化

的、
 

游戏形式的教学工具被广泛应用.
 

国外对促进计算思维的教学工具的研究较为丰富,
 

大多学者认为选

择计算思维教学工具应遵循“低地板,
 

高天花”原则,
 

即选择工具既要满足基础学习的需要,
 

还要满足高级

程序设计的需要.
 

国内计算思维培养的工具则较为单一,
 

常用的有Scratch和 App
 

Inventor,
 

如熊秋娥

等[18]通过教学实践验证了Scratch可视化编程软件对学生计算思维能力的培养有显著促进作用.
 

已有研究

通常分析某一具体教学干预工具的效果,
 

而缺乏对不同工具干预效果的比较.
 

故本文将干预工具作为调节

因素之一,
 

主要目的在于检验不同教学干预工具对提升学生计算思维的差异性.
作为教学过程的重要环节,

 

适切的评价和反馈也是研究者关注较多的干预措施之一.
 

本研究参考已有
 

研究[19]将教学评估工具分为4类:
 

第一类是基于编程任务的评价,
 

一般将评价过程融入计算思维的培养过

程,
 

通常伴随学生编程任务的进行并及时给予反馈,
 

如TDIA[20];
 

第二类是基于量表的评价,
 

即采用已开

发的信效度较高的成熟量表进行测量,
 

通过学生的量表得分反映计算思维能力,
 

如CTt[21];
 

第三类是基于

试题的评价,
 

往往建立在试卷和测试的基础上,
 

以客观题的形式测量学生的计算思维能力,
 

如Bebras国际

测试;
 

第四类是基于系统环境的评价,
 

这类评价依托一定的计算思维培养的系统环境,
 

通过系统设置固定

的计算方式,
 

自动收集学生计算思维的评价数据,
 

在学习任务完成之后自动生成反馈和评价报告,
 

如

Dr.Scratch
 

、
 

Code
 

Master、
 

REACT.

2.3 学段、
 

样本量、
 

性别和国家(地区)的调节效应研究

除了干预工具、
 

学科和评估工具会影响计算思维教学干预的效果,
 

实验设计本身也会导致研究结果有

所差异.
 

首先,
 

在教学实验中,
 

参与者认知水平的差异会影响实验结果[22].
 

研究表明,
 

培养低年级学生的

计算思维比高年级学生有更显著的效果[23].
 

考虑到这一干扰因素,
 

本研究以学段为调节因素探究其对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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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培养的影响,
 

并纵向比较技术支持型教学干预在什么学段对学生计算思维的影响最大.
 

其次,
 

作为实

验设计的重要因素,
 

样本量对学生计算思维的教学干预结果有显著影响[24].
 

因此,
 

研究将样本量作为元分

析的调节因素进行分析,
 

测试样本量对学生计算思维的影响是否显著,
 

为特定计算思维教学的学生人数设

置提供新思路.
 

在计算思维的培养中是否存在性别差异仍有争议.
 

Atmatzidou等[25]在教育机器人学习活

动的背景下发现,
 

与男孩相比,
 

女孩似乎需要更多的训练时间才能达到相同的技能水平.
 

然而,
 

Milto等[26]

发现,
 

在入门工程课程的机器人活动中,
 

男性和女性实力相当.
 

故本文将性别作为调节因素之一进行检验,
 

探究性别对计算思维教学干预的效果是否有显著影响.
 

最后,
 

王胜兰等[27]通过元分析发现,
 

样本所在地区

不同,
 

教学干预对学生深度学习的影响有显著差异.
 

据此可以推测,
 

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学生在认知方式和

学习习惯上存在差异,
 

这可能会导致不同国家(地区)的样本在计算思维教学干预效果上有差异.
 

对以上文

献进行梳理,
 

将学段、
 

样本量、
 

国家(地区)、
 

性别也纳入调节因素,
 

检验它们是否会在技术支持型教学干预

与学生计算思维培养的影响效应中产生调节作用.

3 研究方法

3.1 文献检索

为尽可能囊括各个数据库中已有的文献样本,
 

本研究在中国知网、
 

维普、
 

万方3大中文数据库,
 

以及

Web
 

of
 

Science、
 

ProQuest
 

Central、
 

ERIC、
 

Elsevier
 

SDOL、
 

Google
 

Scholar
 

5个外文数据库进行了全面搜

索,
 

类型涵盖了期刊论文、
 

学位论文和学术会议论文,
 

时间跨度为2006年1月-2022年10月.
首先,

 

对本研究的因变量展开检索,
 

中文检索设置主题词为“计算思维”,
 

外文以“computer
 

thinking”

为主题词检索;
 

再运用各检索引擎的高级检索功能选择主题检索模式进行检索,
 

并加入相关教学技术和工

具(编程、
 

编码、
 

乐高等),
 

限制文献为实验研究或者案例,
 

在检索框中输入检索公式“(Programming
 

or
 

Code
 

or
 

LOGO
 

or
 

Scratch
 

or
 

Robotics*)
 

AND
 

(Computational
 

Thinking)
 

AND
 

(Research
 

or
 

Study
 

or
 

Case)”,
 

其他检索条件设为默认,
 

运行检索并将所得文献导出汇总,
 

共获得文献472篇.
 

在此基础上,
 

依

据第一轮检索的文献所提供的参考文献进行第二轮检索,
 

以滚雪球的方式获得104篇与主题相关的文

献,
 

随后将两轮文献检索结果进行汇总和整理,
 

删除重复文献32篇,
 

共产生544篇可供进一步筛选分

析的候选文献.
3.2 文献的纳入与排除

根据 Meta分析的文献输入要求,
 

纳入的文献均需采用随机实验或准实验方法.
 

由于不是所有文献都

符合纳入要求,
 

本研究制定了严格的遴选标准,
 

包括以下4点:
 

(1)
 

研究为准实验或随机实验研究,
 

且必须

是实证研究.
 

有实验组和对照组,
 

或者有前测和后测的比较,
 

有一定周期的干预并用实证研究的方法收集

数据,
 

否则予以排除.
 

(2)
 

研究主题与计算思维培养相关,
 

计算思维是研究的因变量或者因变量结果的一

部分.
 

(3)
 

研究需报告效应量或有足量用于计算效应量的数据信息,
 

否则予以排除.
 

(4)
 

数据重复发表的研

究选择其中一篇论文,
 

其余研究则予以排除.
 

根据以上标准进行纳入和排除文献的流程如图1所示,
 

筛选

后共有37篇文献被纳入分析.
3.3 文献质量评估与编码

本研究对文献基本信息(作者和发表时间)、
 

样本所在国家(地区)、
 

干预的周期、
 

样本量大小、
 

学段、
 

性

别、
 

学科、
 

教学干预的工具、
 

评估工具以及结果变量类型进行编码,
 

同时提取和计算文献中能够衡量干预

效果的效应量(表2).
 

若同一篇文章中出现多个独立样本,
 

则分开编码.
为确保纳入研究的文献质量,

 

本文参照Valentine等[28]对文献质量的评估方法,
 

从干预措施、
 

样本特

征、
 

实验设计、
 

测量工具和测量过程5个方面对文献质量赋分,
 

“不清晰”为0分,
 

“较清晰”为1分,
 

“清晰”

为2分,
 

分数越高代表文献质量越高.
 

经作者评分,
 

本研究各文献得分范围在6~10分,
 

表明纳入文献的质

量基本满足元分析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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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纳入和排除文献流程图

表2 文献编码信息

作者年份 国家(地区)
周期

/周
样本量 学段

男性

比/%
学科 干预工具 评估工具

Angeli
 

2020 - - 31~50 学前 48 STEAM 游戏化编程环境 基于系统环境

Atmatzidou
 

2016 希腊 6~11 51~100 高中 54 机器人教育 图形或模块化编程语言 基于编程任务的评价

Atmatzidou
 

2016 希腊 6~11 51~100 高中 85 机器人教育 图形或模块化编程语言 基于编程任务的评价

Atun
 

2019 土耳其 6~11 31~50 小学 54 编程课程 - 基于量表的评价

Basu
 

2017 美国 0~5 51~100 小学 - STEAM 图形或模块化编程语言 基于系统环境

Canbeldek
 

2022 土耳其 6~11 100以上 学前 - 实验研究 游戏化编程环境 基于量表的评价

Choi
 

2017 韩国 0~5 51~100 小学 - 信息学 - -

Chou
 

2019 中国(台湾) 6~11 0~30 小学 50 编程课程 图形或模块化编程语言 基于量表的评价

Constantinou
 

2018 - 0~5 0~30 小学 80 机器人教育 图形或模块化编程语言 基于试题的评价

Constantinou
 

2018 - 11以上 0~30 初中 1 机器人教育 图形或模块化编程语言 基于试题的评价

Garneli
 

2018 希腊 0~5 0~30 高中 41 编程课程 图形或模块化编程语言 基于系统环境

Garneli
 

2018 希腊 0~5 0~30 高中 35 编程课程 图形或模块化编程语言 基于系统环境

Gerosa
 

2022 乌拉圭 51~100 学前 65 编程课程 - 基于量表的评价

Grover
 

2015 美国 0~5 0~30 初中 - 计算机科学 图形或模块化编程语言 基于系统环境

Grover
 

2015 美国 0~5 0~30 初中 - 计算机科学 图形或模块化编程语言 基于系统环境

Grover
 

2016 美国 6~11 0~30 初中 80 计算机科学 图形或模块化编程语言 基于系统环境

Grover
 

2016 美国 6~11 0~30 初中 71 计算机科学 图形或模块化编程语言 基于系统环境

Jenkins
 

2015 澳大利亚 - 0~30 - 63 英语 图形或模块化编程语言 基于编程任务的评价

  注:
 

因篇幅有限,
 

表格第一列仅列举第一作者和部分文献信息.

3.4 数据处理与分析

常用的元分析数据处理软件有Revman(Review
 

Manager)、
 

STATA、
 

R和CMA(Comprehensive
 

Me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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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等,
 

本文选用CMA
 

3.3软件进行 Meta分析.
 

当计算样本量小于20的研究的标准均值差时,
 

应

选用g值作为效应量指标以减小偏差[29].
 

本文有11项研究的样本量小于20,
 

故选用g值作为统一效应量

指标.
 

参考Ishinuki等[30]的研究,
 

当同一篇文章中出现多个测量维度时,
 

研究使用StatsToDo网站合并多

个维度的均值和方差作为该文章的总均值和方差.
需要注意的是,

 

Borenstein等[31]发现当一篇文章有多个独立研究而产生多个效应量时,
 

可能导致文

献占比过重而使结果产生偏差.
 

故研究运用CMA3.3软件将这部分实验的效应量合并作为该研究的最

终效应量,
 

效应量的置信区间(CI)为95%.

4 研究结果

4.1 模型选定和异质性检验

鉴于CMA3.3可以直接得出I2 值,
 

因此本研究选择I2 检验来判断异质性.
 

根据Higgins等人的标准,
 

I2<25%表示研究存在低异质性,
 

25%≤I2≤75%表示研究存在中异质性,
 

I2>75%表示研究存在高异质

性[32].
 

本研究样本的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I2 为90.318%>75%(见表3),
 

说明研究样本间存在明显的高

度异质性.
 

Borenstein等[31]指出,
 

存在异质性时,
 

应选取随机效应模型,
 

因此,
 

本研究采用随机模型计算合

并效应值,
 

同时进行调节变量分析,
 

厘清异质性来源.

图2 元分析漏斗图

4.2 发表偏倚检验

发表偏倚指科学研究的传播受到发

表、
 

时滞、
 

多重发表、
 

地域、
 

结果报告等

多种因素影响,
 

造成系统评价的偏差,
 

即

现有研究中大量存在的阳性结果,
 

而对

阴性结果加以 忽 视 或 排 斥 发 表,
 

造 成

Meta分析结果的偏倚.
 

最常用的检测方

法是漏斗法,
 

本研究的大部分样本聚集

在漏斗顶端,
 

均匀分布在漏斗中心两侧,
 

初步说明存在发表偏倚的可能性(图2).
 

为进一步验证,
 

选择Egger法对发表偏

倚的统计量进行检验,
 

发现t=3.66(p<0.05),
 

说明存在发表偏倚.
 

采用剪补法进行修正,
 

在随机模型条

件下评估发表偏倚对研究结果稳健性的影响,
 

没有纳入虚拟文献,
 

前后结果未发生变化,
 

说明发表偏倚对

合并效应量不存在显著影响.

4.3 敏感性分析

Classic失安全系数(Fail-safe
 

N)主要评估有多少未发表的研究才能使得已经发表研究的总体效应值不

显著.
 

衡量标准为5*n+10,
 

其中n 代表本研究中纳入元分析的文献数量,
 

CMA3.3得出本研究中失安全

系数为6
 

761,
 

远大于195(n=37).
 

这表示还需要6
 

761个研究才能推翻本研究的结论,
 

说明未发表研究的

效应值对已经发表的总体效应值影响较小.

4.4 主效应检验

4.4.1 对计算思维整体的影响效果检验

合并37篇文献的效应量作为结果变量,
 

在选定随机效应模型下得出的合并效应量均大于0,
 

且p
值小于0.001,

 

说明技术支持型教学干预对学生计算思维的培养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当0.2≤g<0.5
时,

 

被认为是小效应,
 

当0.5≤g<0.8时具有中上等影响,
 

大于0.8为大效应[33].
 

本研究的合并效应量

g=0.780(95%CI、
 

0.631~0.929)(表3),
 

表明技术支持型教学干预对学生的计算思维培养具有中等

以上的显著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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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技术支持型教学干预对学生计算思维的整体影响效应

随机效应 研究数
效应值

(g)
95%的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双尾检验

Z 值 p 值

异质性检验

df I2

37 0.780 0.631 0.929 10.244 0.000 36 90.318%

4.4.2 对计算思维不同维度的影响效果

Brennan等[34]将计算思维划分为计算思维概念、
 

计算思维实践和计算思维态度3个内容维度,
 

该框

架在计算思维研究中被广泛引用[35].
 

在37篇文献的45项独立研究中,
 

有30项研究关注计算思维的整

体效果,
 

8项研究关注计算思维概念,
 

6项研究关注计算思维概念和实践.
 

如表4所示,
 

尽管组间效应的

差异不显著(p>0.05),
 

但从效应量大小比较来看,
 

仅关注计算思维概念的教学干预效果最差,
 

对计算

思维概念和实践进行整合干预的效果最好.
表4 技术支持型教学干预对学生计算思维不同维度的影响效应

干预结果
效应量

个数
组间效应

效应量

(g)
95%的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双尾检验

Z 值 p 值

计算思维 30 Q=2.17 p=0.537 0.810 0.618 1.002 8.269 0.000

计算思维概念 8 0.733 0.489 0.977 5.881 0.000

计算思维实践 1 0.869 0.544 1.193 5.250 0.000

计算思维概念和实践 6 1.038 0.702 1.374 6.056 0.000

4.5 调节效应检验

4.5.1 不同学科的调节效应检验

本研究中,
 

依托编程课(n=11)和STEAM课程(n=9)进行教学干预最为常见(表5).
 

编程课、
 

计算机

科学、
 

西班牙语课和信息技术课的g 值均为超过0.8的大效应量,
 

但是西班牙语课的数据是由同一作者

(zha2018)给予相同指导下的研究提供的数据,
 

可能存在偏差.
表5 不同学科的调节效应检验

学科
效应量

个数
组间效应

效应量

(g)
95%的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双尾检验

Z 值 p 值

STEAM 9 Q=100.892 p=0.000 0.769 0.476 1.062 5.143 0.000

编程课 11 0.948 0.637 1.258 5.987 0.000

机器人教育 7 0.437 0.255 0.619 4.701 0.000

计算机科学 4 2.467 2.080 2.853 12.509 0.000

实验研究 3 0.552 0.156 0.948 2.734 0.006

数学 1 0.035 -0.537 0.607 0.119 0.905

舞蹈 1 0.600 0.279 0.921 3.662 0.000

西班牙语课 2 1.100 0.513 1.687 3.670 0.000

信息技术课 2 1.021 0.107 1.934 2.189 0.029

信息学 2 0.348 -0.304 1.001 1.046 0.296

英语 1 0.318 -0.441 1.078 0.822 0.411

4.5.2 干预工具类型的调节效应检验

对文献报告的技术型教学干预工具的类型进行调节效应检验,
 

发现不同类型的技术型教学干预工具对

学生计算思维的培养没有显著差异(p>0.05)(表6).
 

从双尾检验的结果来看,
 

图形或模块化的编程语言、
 

游戏化的编程环境、
 

开源电子原型平台均对学生的计算思维培养产生显著正向影响.
 

其中游戏化编程环境

的合并效应量最大(g=0.993),
 

图形或模块化编程语言次之(g=0.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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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不同干预工具的调节效应检验

干预工具类型
效应量

个数
组间效应

效应量

(g)
95%的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双尾检验

Z 值 p 值

开源电子原型平台 3 Q=2.069 p=0.723 0.618 0.341 0.895 4.371 0.000
 

图形或模块化编程语言 27 0.818 0.638 0.999 8.894 0.000
 

相对简单的高级编程语言 2 0.568 -0.211 1.348 1.430 0.153
 

游戏化编程环境 4 0.993 0.287 1.700 2.755 0.006
 

4.5.3 评估工具类型的调节效应检验

将37项研究的评估工具分为基于编程任务的评价(n=12)、
 

基于量表的评价(n=11)、
 

基于试题的

评价(n=11)和基于系统环境的评价(n=9)
 

4类(表7).
 

整体来看,
 

4类计算思维评价工具都对计算思

维教学干预的效果具有显著的积极效应(p<0.001).
 

从组间效应来看,
 

4类评估工具存在显著性差异(p
<0.001).

 

基于系统环境的评价具有最大的合并效应量(g=1.520>0.8),
 

其次是基于量表的评价工具

(g=0.846).
表7 不同评估工具的调节效应检验

评估工具
效应量

个数
组间效应

效应量

(g)
95%的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双尾检验

Z 值 p 值

基于编程任务的评价 12 Q=27.895 p=0.000 0.761 0.515 1.006 6.077 0.000
 

基于量表的评价 11 0.846 0.596 1.096 6.642 0.000
 

基于试题的评价 11 0.486 0.281 0.691 4.654 0.000
 

基于系统环境的评价 9 1.520 0.938 2.101 5.123 0.000
 

4.5.4 不同国家(地区)的调节效应检验

不同国家(地区)在计算思维教学干预效果上有显著差异(Q=88.122,
 

p<0.001)(表8).
 

结合各组的

合并效应值和双尾检验的结果,
 

中国台湾、
 

中国香港、
 

印度尼西亚、
 

美国、
 

土耳其教学干预的效果较好,
 

韩国、
 

希腊、
 

新加坡教学干预的效果相对较差,
 

其余国家的教学干预效果不显著(p>0.05).
表8 不同国家(地区)的调节效应检验

国家(地区)
效应量

个数
组间效应

效应量

(g)
95%的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双尾检验

Z 值 p 值

澳大利亚 1 Q=88.122 p=0.000 0.318 -0.441 1.078 0.822 0.411

格鲁吉亚 1 0.321 -0.282 0.924 1.044 0.296

韩国 3 0.458 0.038 0.877 2.139 0.032

美国 11 1.325 0.823 1.827 5.173 0.000

土耳其 2 0.982 0.607 1.358 5.132 0.000

乌拉圭 1 0.235 -0.317 0.787 0.835 0.404

西班牙 2 0.431 -0.222 1.084 1.293 0.196

希腊 3 0.415 0.145 0.684 3.020 0.003

新加坡 1 0.389 0.261 0.518 5.933 0.000

印度尼西亚 1 2.415 1.588 3.242 5.724 0.000

中国大陆 7 0.624 0.339 0.909 4.291 0.000

中国台湾 1 6.599 3.899 9.299 4.790 0.000

中国香港 1 1.253 0.966 1.540 8.544 0.000

4.5.5 不同干预周期的调节效应检验

为进一步探究不同周期的技术型教学干预对学生计算思维培养的影响,
 

将文献报告的实验周期划分为

0~5周、
 

6~11周和12周及以上3类.
 

由表9可知,
 

3类干预周期都对计算思维的培养产生显著影响(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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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
 

对比效应量值发现,
 

实验效应量由大到小依次为6~11周(g=0.866)>0~5周(g=0.700)>12周

及以上(g=0.680).
 

从组间效应来看,
 

3类实验周期的教学干预效果没有显著性差异(p>0.05).
表9 不同干预周期的调节效应检验

周期
效应量

个数
组间效应

效应量

(g)
95%的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双尾检验

Z 值 p 值

0~5周 14 Q=1.505 p=0.681 0.700 0.437 0.963 5.215 0.000

6~11周 15 0.866 0.288 1.073 3.395 0.001

12周及以上 6 0.680 0.649 1.083 7.823 0.000

4.5.6 不同样本大小的调节效应检验

本研究将样本量分为0~30、
 

31~50、
 

51~100、
 

101及以上4组,
 

组间效应差异显著(p<0.01)(表

10),
 

表明样本量对技术型教学干预的效果有影响.
 

样本量为0~30的组(n=18)和样本量为31~50的

组(n=8)均达到了大效应,
 

样本量在101及以上的组仅表现为小效应.
表10 不同样本大小的调节效应检验

样本量
效应量

个数
组间效应

效应量

(g)
95%的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双尾检验

Z 值 p 值

0~30 18 Q=12.784 p=0.005 1.245 0.880 1.611 6.679 0.000

31~50 8 0.814 0.399 1.228 3.850 0.000

51~100 12 0.663 0.431 0.896 5.597 0.000

101及以上 5 0.469 0.238 0.700 3.980 0.000

4.5.7 不同学段的调节效应检验

由双尾检验的结果可知,
 

技术支持型教学干预对不同学段学生计算思维的培养均有显著影响(p<0.05),
 

各学段的调节作用效果表现不同(p<0.05)(表11).
 

由于大学阶段的样本量较少(n=1),
 

所以主要比较学前至

高中4个阶段.
 

从效应值(g)大小来看,
 

技术支持型教学干预对初中阶段学生计算思维培养的作用效应值最大

(g=1.615,
 

p<0.001),
 

其次是学前阶段(g=0.891,
 

p<0.001),
 

小学阶段和高中阶段产生了相同大小的效

应值(g=0.625,
 

p<0.001).
表11 不同学段的调节效应检验

学段
效应量

个数
组间效应

效应量

(g)
95%的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双尾检验

Z 值 p 值

大学 1 Q=11.100 p=0.049 0.784 0.217 1.351 2.712 0.007
 

高中 8 0.625 0.413 0.837 5.772 0.000
 

初中 9 1.615 0.866 2.364 4.224 0.000
 

小学 15 0.625 0.421 0.829 6.015 0.000
 

学前 7 0.891 0.448 1.335 3.938 0.000
 

4.5.8 性别差异的调节效应检验

为探究计算思维的培养是否受到性别影响,
 

本研究对样本的男性比例进行了统计,
 

由于男性比例数据

是连续性变量,
 

故采用元回归分析进行检验.
 

通过元回归分析,
 

选取随机效应模型,
 

获得回归模型的F=
0.04(p>0.05)不显著,

 

可知计算思维的培养在性别上没有显著的统计学差异.

5 结论与讨论

5.1 技术支持型教学干预对学生计算思维的培养有显著正向影响

本研究采用元分析方法,
 

分析了国际上37篇技术支持型教学干预对学生计算思维培养的实证研究,
 

从

主效应检验的结果看,
 

技术支持型教学干预对学生计算思维的促进作用达到了显著水平(p<0.001),
 

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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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CI下限大于0,
 

合成后的效应量g=0.780,
 

为中等效应,
 

表明技术支持型教学干预对计算思维具有中

等程度的显著正向影响.
 

对比马志强等[36]关于计算思维教学的元分析研究(SDM=0.35),
 

本研究得到的合

并效应量明显更大.
 

相较而言,
 

本研究更为综合地考虑了技术支持型教学干预对学生计算思维培养的影

响,
 

内容更为全面,
 

研究对象更为广泛,
 

且对多个可能影响研究结果的调节变量进行了分析,
 

经过严格的

结果稳定性检验,
 

研究结论可信度高.
如前所述,

 

不管是关注计算思维整体,
 

亦或计算思维的不同维度,
 

合并效应量值都较为可观,
 

均获得

了中等及以上的效应量大小,
 

且不存在显著的组间差异(p>0.05).
 

相对计算思维的实践和态度,
 

研究者

们更多地探讨了学生计算思维整体和概念认知的培养.
 

但本研究结果表明,
 

仅关注计算思维概念的干预效

果相对其他3组(计算思维整体、
 

计算思维概念和实践、
 

计算思维实践)偏低.
 

作为一种在大数据时代、
 

人

工智能环境中生存所需的习得性技能,
 

计算思维的培养是全面、
 

系统、
 

长期的过程.
 

研究者需要多维立体

地关注学习者的计算思维培养,
 

结合计算思维的科学本质和内在范畴设计教学干预方案.

5.2 学科、
 

干预工具、
 

学段、
 

性别等调节因素的影响

本研究通过调节效应检验进一步分析了各研究结果间存在差异的原因.
 

整体来说,
 

纳入调节变量的因

素主要有两类:
 

一类是关于教学干预的变量,
 

包含本研究选取的学科、
 

干预工具和评估工具3个角度,
 

对

这类调节变量的分析便于了解哪些教学干预措施和工具更为有效;
 

另一类是实验设计本身差异造成的不

同,
 

如考虑到计算思维教育在各国和各地区的实施方式不同,
 

或由于受到不同硬件和软件环境的影响,
 

可

推测国家和地区因素会对实验结果造成一定影响.
 

同时,
 

除了外在的地域差异外,
 

实验设计本身的样本量

大小、
 

样本中男女生的结构占比、
 

被试样本的学段以及干预周期也是影响实验结果的重要因素.

5.2.1 不同学科中计算思维的教学有效性差异显著

不同学科中计算思维的教学干预效果呈现出显著的组间差异.
 

英语和信息学课程中计算思维教学的效

果不显著,
 

在西班牙语和舞蹈课上教授计算思维却产生了显著效应,
 

这说明本研究无法求证在非计算机相

关或非编程类学科中教授计算思维是否有效.
 

有研究对该问题进行了探讨,
 

如Ye等[37]对55项研究的元分

析发现,
 

计算思维与非STEAM学科领域(包括语言学习、
 

社会科学和音乐等)整合的研究具有显著效应.
 

目前这方面的实证研究数量仍较少,
 

但很多研究已表明在计算机科学以外的领域开展计算思维教育极具潜

力.
 

还有学者指出在教学过程中将问题情境设置在真实场景中并给予学生展示机会,
 

能显著提升学生的计

算思维在各学科的迁移和运用能力[38].

5.2.2 游戏化的编程环境培养学生的计算思维效益较高

研究发现,
 

图形或模块化编程语言、
 

游戏化编程环境的干预效果均为大效应,
 

即这两类工具对学生的

计算思维培养能够产生较大效益,
 

这与傅骞等[39]的研究相符.
 

图形或模块化编程语言可降低学生的认知负

荷、
 

提升其学习兴趣.
 

相对简单的高级编程语言对学生计算思维的培养效果不显著(p>0.05).
 

究其原

因,
 

相比图形或模块化的编程语言和基于游戏的编程语言,
 

这类编程语言(如Python、
 

Java、
 

Ruby等)的

学习形式主要围绕语法展开,
 

内容较为枯燥,
 

对学习者而言难度较高.
 

然而,
 

也有研究指出[40],
 

选择的

计算思维教学工具并不是越简单越好,
 

工具与教学对象之间有高度适配性才能产生好的教学效果.
 

此

外,
 

选择计算思维教学工具时除了考虑学习者的基础,
 

还应注意教学目标是否契合.
 

因为大部分计算系

统或工具最初的设计目标是满足用户的广泛需求,
 

而非专门为培养计算思维所开发.
 

因此,
 

在教育教学

实践中,
 

所选用的工具需要兼顾不断训练学生计算思维各方面能力的功能以及满足学生解决问题和进

阶学习的需要.

5.2.3 基于系统环境的过程性评价工具更具时效性和真实性

对学生的计算思维进行评价是课堂教学的关键一环.
 

经调节效应检验发现,
 

4类评价工具的效果具有

显著差异(p<0.05),
 

其中基于系统环境的评价工具达到相对较大的效应量(g=1.520).
 

目前对计算思维

的评估大多倾向于在各种系统环境中进行,
 

以检查学生在特定平台产生的学习结果.
 

如Koh等[41]开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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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实时计算思维评估系统,
 

强调对学生创建的游戏或模拟进行语义分析.
 

基于系统环境的评价主要是利

用学习系统来评估学习者的学习过程并自动生成过程性评价的数据,
 

进而反馈真实全面的评价结果.
 

这一

特征与计算思维在问题解决情境中的思维过程相吻合,
 

能在学生的学习过程中提供较为及时准确的反馈.
 

但这种评价方式相对其他几类工具而言,
 

对技术开发的要求较高.
 

单一评价工具不能适用于所有的教育情

境,
 

综合使用多种评价工具是一种必然的趋势.
 

目前,
 

计算思维评价工具大多是由欧美学者开发的,
 

国内

在自主开发本土化的计算思维评价工具方面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教育者要合理看待国外开发设计的评价

工具,
 

直接编译和引入的评价工具不能很好地适应我国的课程和教学环境,
 

需从实践研究出发,
 

以科学探

究的结果作为研发工具的参照,
 

自主研发更有针对性的评价工具,
 

以促进计算思维教育的发展.
5.2.4 小样本量、

 

初中生以及6~11周的教学干预效果更优

本研究中不同国家之间计算思维的教学干预情况具有显著的组间差异(Q=88.122,
 

p<0.001),
 

这说

明实验所在国家与计算思维教育干预的效果显著相关.
 

不同干预周期对计算思维教学干预没有显著影响,
 

但6~11周的干预周期能够获得相对更大的干预成效(g=0.866).
就样本量而言,

 

不同大小的样本量在计算思维教学干预的效果上呈现显著差异,
 

小班教学干预的效果

更好.
 

与大班教学相比,
 

小班教学中可以配置的教学资源占整体资源的比例会增加,
 

教师有更多的教学时

间,
 

更易进行班级管理和控制课堂节奏.
 

但小班化教学对教师的素质要求往往更高,
 

教育硬件和软件的投

入也会增加.
 

因此,
 

未来计算思维的教学干预研究应探索适合不同班级规模的教学模式,
 

教育者应根据自

己的需求和情况控制班级规模.
本研究中,

 

初中生的计算思维教学干预取得了较好效果.
 

瑞士认知心理学家皮亚杰(Jean
 

Piaget)认为,
 

初中阶段(12~15岁)的孩子开始出现接近成人水平的抽象逻辑思维能力,
 

故与计算思维相关的概念认知

和技能增长较快,
 

这可能是原因之一[42].
 

在我国,
 

计算思维的培养正由高等教育向中小学教育迁移,
 

虽然

已有部分研究成果围绕小学生计算思维的发展进行了初步探讨,
 

但我国对基础教育开展计算思维培养的重

视程度仍然不足.
 

当前的首要任务是建立以中等和高等教育阶段为主且相互衔接的计算思维培养一体化路

径,
 

从实践层面加强学习环境建设,
 

构建支持计算思维发展的横向和纵向生态系统.
 

另一方面,
 

需要积极

推进计算思维培养学段下移.
 

计算思维在K-12落地已是必然的趋势,
 

将深刻影响一国未来的科技竞争力

和创新力.
 

在后续研究中,
 

教育者应关注计算思维对中小学生核心素养发展的促进作用,
 

设计适合我国中

小学生的科学方案.
 

这需要政府、
 

学校和社会多方面的协同联动,
 

加快推进计算思维教育的普及.
本研究对性别进行了元回归分析,

 

发现性别对学生的计算思维培养未产生显著影响(p>0.05).
 

然而,
 

现实中仍存在诸多性别刻板印象.
 

早在20世纪初就有研究发现,
 

由于在计算机科学、
 

数学、
 

环境科学与电

子工程等领域中,
 

男性人数远超女性,
 

故女性对这些领域的信心和兴趣持续降低.
 

有研究发现,
 

女性可以

更专注地进行编程和计算机学习,
 

如Nourbakhsh等[43]对高中机器人课程中的性别差异进行研究,
 

发现女

孩比男孩更专注;
 

鉴于此,
 

计算思维的教学应注意避免由刻板印象造成教学资源分配不均的可能性,
 

并且

积极对学生进行正向鼓励以提升学生学习的自信心.
5.3 研究局限和展望

本研究运用元分析方法,
 

系统整理了国内外技术支持型教学干预对学生计算思维培养影响的实证研

究,
 

可为后续开展计算思维培养的理论研究和教学实践提供理论依据和路径参考.
 

但受纳入的文献信息所

限,
 

本研究未能证实在非计算机相关或非编程类学科中教授计算思维是否有效.
 

值得注意的是,
 

不同的教

学方式(如问题解决教学、
 

项目式教学、
 

合作教学等)、
 

教学评价(形成性评价、
 

总结性评价等)、
 

不同的实验

类型(如前实验、
 

准实验、
 

随机实验)也是影响学生计算思维的重要因素.
 

此外,
 

国内外有关计算思维态度

倾向的研究较少,
 

但有学者意识到态度倾向和自信心在学生计算思维培养过程中的重要性[44].
 

期待有更多

的教学干预实验提供相关信息,
 

例如关注不插电式、
 

基于纸笔的计算思维教学干预模式,
 

以针对不同阶段、
 

不同基础的学生进行多样化的设计与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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